西部大开发是我国跨世纪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必定会推进当地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这种发展自然要求经济一体化。这样，怎样把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针对人数较少的小民族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小民族往往生活在人数众多的大民族之间，如果顺其自然，他们要么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融入大民族的社会；要么保持自己的传统，但被排斥在很多社会活动和网络之外。面对这样一种“两难”选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发展经济”和“保存文化”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关系，在很多方面可以相辅相成。小民族往往有自己十分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特殊的文化传统能够在人口规模很小的一个族群中维持下来，必定有其特殊的价值。对这些有价值的文化传统，我们既要加倍珍视，更要充分利用，变潜在资源为可利用资源。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点来认识这个问题。

一、鼓励小民族充分运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发展经济，尤其是那些可以城市化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应该发扬广大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所属民族的生计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文化传统只要离开了滋生的土壤就无从发展。事实证明，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经过不断改良，往往成为超民族、跨地域的优秀文化，有的甚至成为国粹或人类奇迹。小民族也一样，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也有可能成为族际共享的资源。对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合理开发，使其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例如，甘肃的东乡族生活在山岭重叠、沟壑纵横的干旱山区。过去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他们主要靠外出擀毡、割麦子等打短工来维持生活。由于信仰伊斯兰教，所到之处，怎样吃上清真饭成为首要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三五成群合伙搭份子，偶尔也买只活羊来改善生活，由此衍生出了吃“手抓平伙”的习俗。天长日久，这种习俗也在村庄里流行起来，成为东乡人的一大饮食特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吃平伙的场景在村庄里很少见到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东乡族的手抓平伙消失了，相反，它却悄悄走进了大都市大街小巷的饭馆里，成为西北各大城市餐饮业的一道名菜。其中规格最高、最具特色的所谓“东乡手抓系列”，就是根据吃平伙剁股份的特点，将整羊的六大部分分门别类地盛盘上桌，成为招待贵宾的美味佳肴。眼下在甘肃、青海、宁夏各地随处可见“东乡手抓羊肉”的牌子，据报道，仅兰州就有150多家这样的饭馆（注：钟进文．东乡族的“手抓平伙”消失了吗？［J］．民族团结，2000．（1）46～47．）。由此可见，依靠传统文化也可以打经济翻身仗。

无独有偶，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生性喜欢唱歌，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用歌声和美酒创造了浓郁的礼仪文化。今天，从兰州到敦煌近1000公里的古丝绸路上的各大宾馆和旅游区，到处都有象征游牧文化的“裕固族景点”。他们将自己世代为伴的帐篷搬入都市，用自己独特的民族歌舞和饮食文化吸引顾客，招揽生意（注：贺卫光．肃南县各族帐篷文化漫谈［J］．肃南纵横［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268～273．）。虽然这种风情旅游业的文化品味和管理水平尚需提高和完善，但是，他们努力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良好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从这个意义而言，一个民族是要“文化”，还是要“人”方面没有必然的矛盾。

二、日趋消亡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努力抢救并科学地保存起来

无须证明，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其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都能得到发展，发展是有选择的，发展的同时，必有消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语言是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而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现代观念的形成，外来文化的渗入，教育水平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许多小民族的语言濒临消亡。例如，裕固族总人口只有12000多，但他拥有两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又属于完全不同的语族，现在能够说这两种语言的人分别不超过3000人。根据全国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显示，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分别减少了近千人，其中东部裕固语成为我国蒙古语族语言中使用人数最少的一种语言，西部裕固语成为我国突厥语族语言中汉语借词最多的一种语言（注：钟进文．西部裕固语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12～16．）。由此可见，这些民族语言的消亡速度是惊人的。面对现实，我们是顺其自然、任其自生自灭，还是人为强行保护、勉强延续？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语言最基本的职能是充当交际工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族际交流的加强，有些民族出现了语言转用现象。一种语言的转用，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语言，那么，放弃的语言就失去了交际的功能。如果一种语言失去了最基本的职能，那么它的消亡是必然的，任何人为的延续和发展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相反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但是，语言又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它作为文化的载体，自身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例如，虽然西部裕固语濒临消亡，但它是一种保存古代突厥语特点较多的“上古突厥语”，又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西部裕固语对于研究古代突厥语具有重要意义（注：巴斯卡科夫等．突厥语分类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在此转引自陈宗振、雷选春．西部裕固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27～30．37）。由于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近百年来，西部裕固语引起了中外突厥学界的极大兴趣。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具有“活化石”性质的语言，无论如何也不能顺其自然，任其自生自灭。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这些语言消亡之前，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方法，用各种手段，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科学地保存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结合点。其实，就裕固族语言而言，国外学者已经比我们先迈出了一步。如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1909～1911年，1913～1915年期间就对裕固族语言进行过前后达14个月的调查记录，1957、1967年在阿拉木图和莫斯科出版了有关裕固语词汇、语法和话语材料方面的系列著作（注：钟进文．裕固族文化研究［M］．中国民航出版社，1995．114～117．）。虽然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而言仍然显得十分薄弱。西部大开发，必将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小民族的语言、文学等比较脆弱的文化形态将最先受到冲击。在此，我们要把西部地区的民族语言作为国家的宝贵文化资源来看待。试想几十年后，如果西北地区的一些如人数较少的民族都放弃民族语，而完全转用汉语，成为汉语单语人，那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几种语言，而是一批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发展下去，有些民族语言研究，有可能出现民族在国内，民族语言资料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党中央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文化遗产作为人文景观，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有价值而又最容易流失的文化传统作为国家的无形文物，重点投资，着力抢救，并科学地保存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有别于其他国家而无愧于各民族的开发模式。

三、要把小民族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宣传保护

我国许许多多人数较少的小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小民族的历史并不“小”，它的历史作用也不“小”。裕固族虽然人数较少，但是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它的形成、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对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裕固族的主要先民回鹘人很早就进入河西地区，并成为那里的重要居民。回鹘人在河西走廊与许多古代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过密切联系。早期进入河西的回鹘部落，曾与匈奴、羌和鲜卑等族有过密切交往；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部落大批进入河西时，吐蕃人占据河西以达百年之久；公元11世纪20－30年代，经过激烈的斗争，西夏党项族占据河西，甘州回鹘成为西夏的附庸；公元13世纪蒙古人又成为河西地区的统治者。此外，回鹘人一直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民族关系方面树立了典范，做出了杰出贡献。河西回鹘人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与众多的具有较高文化发展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吸收，到最后，活动于河西走廊的其他民族，或退出河西，迁徙他处；或就地同化，消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唯独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在河西建立政权，发展农牧业经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甘州回鹘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各民族密切交往中，改造了自己，融合、创建了独特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可以说，裕固族是在河西这块多民族共聚的土地上，在各民族相互依存中，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它实际上也是河西地区古代各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是河西古代各民族融合、吸收和创新的结晶和象征（注：杨建新．裕固族研究论文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1～3．）。所以，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就像一部“活态”的历史教科书，或一座内涵丰富的历史博物馆。我们在重点抢救的同时，要大力宣传，要让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同时，在文化上相互理解和认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树立小民族的整体文化形象。也就是将小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与其相宜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文化体或文化遗产形式“矗立”在世人面前。换句话说，就是以生态博物馆或“文化保护村”的形式来宣传小民族。

生态博物馆是工业文明社会中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他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前者是将文化遗产以原始形态地保护和保存在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游牧文化遗产要进行相对集中）。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的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为了将来而保护某种文化整体的手段。

贵州省六枝区梭嘎乡生活着4000余名苗族分支，1997年在这里建成了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现已成为博物馆群（注：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M］．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1997．）。与此同时，人数较少的一些民族也以各种形式相继成立了本民族的博物馆。例如，黑龙江饶河县四排乡建立了永久性的“赫哲族文化展览室”（注：于长江．小民族，大课题［J］．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5．42．），大兴安岭建立了鄂伦春文化博物馆（注：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研究员口头提供．）等。这些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把各民族历史上特有的生计方式（如渔猎、狩猎）和与其相宜的自然环境割裂开，这样就大大强化了“文化特性”这一概念。

日前，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文物局也提出，在裕固族地区兴建具有生态博物馆特征的裕固族民族文化村，同时筹建“裕固族文化研究中心”，以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裕固族的文化和文物，并合理利用和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和整理。这一项目在北京召开论证会时，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支持，尤其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充分肯定了这种保护与宣传相结合的途径。他们认为，保护裕固族文化遗产，不仅是保护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也是为世界保存了一个民族标本。西部大开发不仅是经济开发，同时也是文化开发，积极采取措施抢救民族文化，不仅对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西部的经济开发也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引起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注：郭桂香、王建明．西部大开发，文物怎么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拟建文物保护村的启示［N］．光明日报．2000．4．1．）。

总之，在西部大开发中，大声呼吁对小民族的文化传统重点进行抢救和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这正如于长江先生在《小民族，大课题》一文中所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中国56个民族作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理所当然地要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在中华民族内部，不管大民族还是小民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而且有可能把握时机，促进各民族增进理解、培植认同、互利互助、共同进步和繁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56个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要像人们常说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一个不能少》。”（注：于长江．小民族，大课题［J］．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5．42．）

